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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:基于三螺旋与三角协调理论,剖析澳大利亚专业学位博士生教育产教协同机制。研究发现,澳大利

亚政府通过质量保障政策、培养指导规范和绩效拨款机制主导专业博士产教协同的方向;行业依托标准化合

作指南明确需求导向,借知识产权管理框架与成果转化制度驱动专业博士产教协同培养;高校则通过制定适

配产教协同的培养标准、构建产业合作育人模式落实专业博士产教协同实践。其协同路径呈现为国家权力

的制度化渗透、市场力量的契约化约束及学术权威的适应性重构。借鉴澳大利亚经验,我国需完善专业博士

产教协同的政策与竞争性分配机制,创新专业博士产教融合育人模式,构建多元质量保障体系,以深化专业

博士教育的产教融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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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引言

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作为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专

门人才的主渠道,以产教融合培养为鲜明特征。
2020年,国务院学位委员会、教育部印发的《专业学

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方案(2020—2025)》将产教融合

和行业协同作为增设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点的优先条

件,并提出扩大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规模,明确

将专业博士学位定位为“培养服务国家重大需求的

应用型未来领军人才,应具有独立运用科学方法、创
造性地研究和系统解决实践中复杂问题的能力”[1]。

目前我国专业博士整体上处于从第一代向第二

代转型的过程中,实践应用型指标形同虚设,行业、
企业等第三方机构参与度不足[2]。多元参与主体在

产教融合的动力激发、聚合、保持和强化阶段存在内

驱力不足的问题[3];校企双方在资源整合方面存在

困难,导致人才培养与实践脱节[4];高校不注重实践

能力培养,缺乏校外力量的参与,毕业要求及成果产

出仍以学术论文为主[5];专业学位博士生拥有校外

导师的比例低、进入实践基地的比例较低[6]。当然,
一些学科领域也探索了专业学位博士生教育的产教

融合模式,如工程类的校企“双协同”模式[7]、海洋类

的“三位一体”协同培养模式(学科专业一体化、科教

融合立体化、产教融合网格化)[8]。产教融合的优化

路径包括:政府加强政策支持力度,完善现有制度设

计[9];增强高校的主动性[10],提高企业参与度;加强
“双师型”教师队伍的建设[11]。总之,专业学位博士

生教育在实践中面临诸多挑战的根本原因在于产教

协同力度不足、深度不够,导致专业学位无法彰显其

实践属性。在大力发展专业学位博士生教育的政策

背景下,构建产教协同育人机制是推动专业学位博

士生教育改革的关键突破口。
本文之所以选择澳大利亚作为研究对象,是因



为其专业博士教育的产教融合工作实施政府主导下

的协同机制,即通过国家战略层面的制度设计推动

产教融合的制度化、深度化和规模化发展。这与中

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逻辑存在契合点。自20世

纪90年代起,澳大利亚政府便将专业博士教育定位

为学术研究与产业需求的关键纽带。相较于其他国

家,其专业博士教育的特点表现为政府通过立法与

财政手段主导方向,市场力量推动资源优化配置,学
术权威则确保教育质量与学科独立性。

伯顿·克拉克(BurtonClark)提出的“三角协

调模型”认为,高等教育系统受国家权力、市场力量

和学术权威三者的共同作用,三者构成三角形的三

个顶点,通过相互制衡形成稳定结构。三螺旋理论

由埃兹科瓦茨(HenryEtzkowitz)提出,主张政府、
产业和大学形成动态协作网络,通过知识流动和资

源共享推动创新。三者动态互动形成螺旋式上升的

创新生态系统。对比来看,三角协调模型更注重三

者之间的权力平衡和静态结构,偏向于系统内的协

调机制,而三螺旋强调动态协作和创新网络,更关注

创新过程中的互动和知识转化。将二者作为理论框

架应用到本研究中,三角协调模型提供结构性分析

框架,解释“谁参与”(角色),明确政府、企业和高校

在专业博士产教融合中的角色分工;三螺旋理论补

充过程性视角,解释“如何协作”(路径),揭示三方如

何推进产教协同。
因此,本文的研究问题是:澳大利亚政府、市场

和大学在专业学位博士生教育产教协同中的角色是

什么? 产教协同的路径有哪些? 在此基础上,进一

步探讨澳大利亚经验对我国专业学位博士生教育产

教协同培养的启示。资料主要来源于澳大利亚教

育、技能与就业部(DepartmentofEducation,Skills
andEmployment,简称DESE)、澳大利亚教育部

(DepartmentofEducation)、澳大利亚研究生科研

理 事 会 (The Australian Councilof Graduate
Research,简称ACGR)等官网,具体包括《通过研究

生加强产学合作:产业指南》(EnhancingIndustry
University Engagement through Graduate
ResearchStudents:AGuideforIndustry)、《博士

教育最佳实践框架》(FrameworkforBestPractice
inDoctoralEducation)、《大学与产业的教学和学习

合作审查》(University-IndustryCollaborationin
TeachingandLearningReview)等。

二、政府、市场和大学在澳大利亚专业

学位博士生教育产教协同中的角色

澳大利亚政府通过一系列针对性政策与制度设

计,为专业学位博士生教育的产教协同构建了系统

性框架,这些政策从目标设定、实施路径到保障措施

均紧密围绕产教协同这一核心,形成了政府引导、行
业参与、高校落实的协同格局。政府的功能在于通

过宏观政策的制定、财政资金的投入以及产学合作

的引导,确保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质量和发展方向。
市场的力量体现在通过推动创新成果转化,加速高

等教育资源向经济效益的转化。高等教育机构在这

一互动体系中扮演着服务于市场和国家经济目标的

关键角色,通过明确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学习标准

和成果、加强与产业界的合作以及培养创新人才,实
现学术研究与产业需求之间的有效对接和良性

互动。
(一)政府主导的产教协同政策

其一,构建专业博士产教协同的质量保障政策。
1995年,联邦政府首次制定并实施了澳大利亚学历

资格框架(AustralianQualificationsFramework,
简称AQF)。2013年发布的AQF(第二版)将职业

教育与培训(VET)和高等教育系统的学历划分为

十个等级,并从知识、技能以及知识与技能的应用三

个维度制定标准。该版本沿用至今,2025年1月澳

大利亚联邦政府仍在更新增补附录信息。其中,专
业博士为最高层次第十级。并指出:研究是所有博

士学位都应具备的特点,学术型博士学位需对知识

作出显著的原创性贡献,专业博士学位需在专业实

践中作出显著的原创性贡献[12],这一界定为产教协

同中注重实践成果奠定了基础。DESE在2021年

发表的《大学与产业的教学和学习合作审查》报告

中,提出通过实施学历资格框架改革(Implement
AQFReform)、加速国家技能分类(NationalSkills
Taxonomy)体系的应用及构建统一的证书平台

(UnifiedCredentialsPlatform),促进政府、产业界

和高等教育机构在专业博士培养中的有效协作与资

源整合,确保培养质量与产业需求相匹配[13]。
其二,出台专业博士产教协同的培养政策。澳

大利亚研究生教育院长委员会(CouncilsofDeans
andDirectorsofGraduateStudies,简称DDoGs)于
1998年发布《专业博士生培养指南》(Guidelines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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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rofessionalDoctorates),并在2002年进行修订,明
确了专业博士项目设立、监督与评估的指导方针,特
别强调入学要求应包含相关行业经验,培养过程需

融入实践环节,毕业标准可采用体现实践成果的多

样化形式。2005年,该委员会颁布的《博士教育最

佳实践框架》[14],从博士项目成果、入学要求、修业

年限、课程性质、监督和评估等方面为博士生教育提

供全方位的最佳实践框架,确保博士项目的质量和

国际竞争力。该框架进一步要求博士项目学习应包

括课程、研究和基于工作场所的专业实践三部分,为
产教协同培养提供了具体操作指引。2022年大学

科研商业化行动计划(ResearchCommercialisation
ActionPlan)重点支持国防、医疗等优先领域项目,
强调大学与产业合作促进科研成果商业化,要求专

业博士的研究以企业需求为导向。上述政策的实施

推动了澳大利亚产学研深度融合,形成跨越学术与

实践鸿沟的产业博士培养模式[15],这体现了学术与

实践双域协同的博士生教育改革趋势。
其三,实施专业博士产教协同的财政支持政策。

20世纪80—90年代,澳大利亚高校拨款体制引入

竞争机制和市场机制,这导致政府对高等教育总投

资比例从1987年的85%下降到1997年的54%。
与此同时,来自学费和其他收费、非政府研究和合同

的资金占高等教育总投资比例从约3%上升至

20%[16]48。1999年发布的肯普白皮书(TheKemp
WhitePaper)提出了基于绩效的资助模式,政府根

据研究生学位完成情况(占50%)、研究能力(占
40%)和科研成果(占10%)制定院校经费分配的方

案,其中科研成果部分重点考察与产业合作的成果

转化情况。2007年,《澳大利亚的研究与创新:政策

陈述》(ResearchandInnovationinAustralia:A
PolicyStatement)。要求每个研究机构在申请政府

资助时提交详细的科研与训练计划,且计划中必须

包含与产业界合作培养专业博士的内容,否则将影

响其竞争性拨款,这一财政政策引导高校积极开展

产教协同。
(二)行业驱动产学协同与创新成果转化

在澳大利亚,行业组织主要通过推动产学合作

和规范知识产权管理实现高等教育资源的经济效益

转化和产业创新。
其一,制定产学合作参与专业博士培养的指导

制度。行业组织通过确立合作原则,构建产业与大

学之间的合作关系以促进创新并为学生提供职业发

展机会。2018年,澳大利亚研究生委员会(ACGR)
与澳大利亚产业集团(AustralianIndustryGroup,
简称AiGroup)共同编制了《通过研究生加强产学

合作:产业指南》[17]。该指南确立了指导产学合作

关系的原则,消除了双方在优先事项、文化和方法上

的差异。此后发布的如《可迁移技能发展(2021)》等
系列报告,都强调产业界合作对专业博士培养的重

要性,使其能够满足行业需求并促进知识转移和技

术创新。
其二,建立知识产权保护与成果转化制度,为专

业博士产教协同培养奠定基础。2015年,《澳大利

亚知识产权合作工具包》(TheAustralianIPToolkit
forCollaboration)为知识产权管理提供了一套标

准化的合同文本、保密协议和投资意向书,并在关系

发展与知识产权管理方面为合作双方提供指导性建

议。2022年,为了进一步促进知识产权商业化及产

学合作,澳大利亚制定了高等教育研究商业化

(HigherEducationResearchCommercialisation,
HERC)知识产权框架,为大学与企业之间的合作研

究及商业项目提供标准化的条款和协议模板。
HERC框架以市场需求为导向,确保科研创新活动

与商业化成果能够适应并满足市场需求,实现大学

与企业的互利共赢。
(三)高校落实产教协同实施举措

其一,制定契合产教协同的专业博士培养标准。
大学明确专业博士学位项目学习标准与成果要求,
增强专业博士的实践能力以满足市场需求。自20
世纪末以来,以澳大利亚迪肯大学、新英格兰大学为

代表的高校,便开始探索将档案袋运用到专业学位

博士生教育中,强调毕业成果应具有一定的灵活性,
需在档案袋中汇集解决实际产业问题的方案、实践

报告等,突出研究在专业实践中的应用[18]。
其二,构建适用于专业博士的产业行业合作培

养模式。墨尔本大学积极拓展与企业和政府的合

作,探索与行业产业合作的新途径,以培养未来多样

化的创新型技术人才。2020年墨尔本大学与

Telstra(澳大利亚电信公司)合作开展“技术创新奖

学金”,由行业导师和高校导师联合指导高年级硕士

生或博士生解决企业实际项目问题,以促进科学、技
术、工程和数学(STEM)领域的人才培养,同时研究

成果直接应用于企业技术升级。新英格兰大学

(UniversityofNewEngland)在专业博士培养中,
与行业组织共同审查申请者入学资格,校内外导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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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作承担课程设计与教学,由包含行业导师的导师

组共同指导学生科研与档案袋创作,且在质量评价

体系中引入行业标准[19]。

三、澳大利亚专业学位博士生
教育的产教协同路径

专业学位博士生教育的产教协同机制本质上是

政府、市场与大学三方主体在制度框架下的动态互

动过程。三螺旋理论强调政府、产业与大学通过角

色分工与资源互补形成创新闭环,而三角协调模型

进一步揭示了产教协同中的权力博弈与动态平衡。
基于此,本节将系统阐释澳大利亚专业博士教育中

多元主体的协同逻辑及其制度化表达。
(一)国家权力的制度化渗透:立法监督与资源

调控的双重驱动

从三角协调模型中国家权力的视角看,澳大利

亚政府以社会需求为核心制定专业博士教育政策,
通过制度化手段和资源调控,为专业博士产教协同

提供了刚性保障。

1988年发布的《高等教育:政策陈述》(Higher
Education:APolicyStatement)白皮书明确提出高

等教育改革应对社会需求及时作出响应,加强高等

教育与行业和专业领域之间的联系。1989年,澳大

利亚就业、教育与培训委员会(NBEET)在《高等教

育课程和研究生教育》(HigherEducationCourses
andGraduateStudies)中进一步强化了该政策导

向,建议在工程、会计、法律、教育和医疗五个领域设

置专 业 博 士 项 目。1990 年,墨 尔 本 大 学(The
UniversityofMelbourne)响应政策号召,设立了澳

大利亚首个教育博士专业学位项目。至1996年,澳
大利亚已设立48个专业博士项目,其中教育博士项

目占总数的43.8%[20]。在《肯普报告》(TheKemp
Report)推动下,2011年澳大利亚专业博士项目数

量增至202个。然而,2013年澳大利亚保守派执政

后,政府缩减大学科研经费。专业学位博士项目所

需资金完全依赖于学费,在学费的经济压力下,专业

学位博士申请人数减少,加之政策支持向学术型博

士学位倾斜,这导致2022年专业博士项目数量降至

129个(见表1)。
表1 澳大利亚专业博士学位项目数量(1996年,2000年,2011年,2022年)

学科

领域

1996年 2000年 2011年 2022年

授予项目

数量(个)
所占比例

(%)
授予项目

数量(个)
所占比例

(%)
授予项目

数量(个)
所占比例

(%)
授予项目

数量(个)
所占比例

(%)

教育 21 43.8 31 29.5 28 14 16 12.4

工程 1 2.0 1 1.0 6 3.0 5 3.9

健康 4 8.3 14 13.3 21 10.3 60 46.5

法律 8 16.7 10 9.5 16 7.9 16 12.4

心理 3 6.3 22 21.0 43 21.3 7 5.4

管理 6 12.5 18 17.1 16 7.9 9 7.0

其他 5 10.4 9 8.6 72 35.6 16 12.4

总计 48 100 105 100 202 100 129 100

  资料来源:1996、2000、2011年的数据来自 MaxwellT W.Australianprofessionaldoctorates:mapping,distinctiveness,stressand

prospects[J].Workbasedlearninge-journal,2011,2(1):24-43;2022年数据为作者梳理各高校官网所得。

  在立法监督层面,2011年,联邦政府通过的《高
等教育质量和标准署法案》(TertiaryEducation
QualityandStandardsAgencyAct)是澳大利亚高
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发展的里程碑。2021年,《高
等教育标准框架(门槛标准)》(HigherEducation
Standards Framework-Threshold Standards)发
布[21],进一步完善了高等教育提供者(Higher
EducationProviders)的要求和条件。而高等教育
质量和标准署(TertiaryEducationQualityand

StandardsAgency,TEQSA)作为高等教育质量保
障的专门机构,通过制定法案对高等教育财政进行
规范,利用资金调控手段鼓励高等教育机构与企业
界合作开展专业博士学位项目,并将教学质量作为
资源分配的竞争标准。这种激励机制有助于深化产
教协同,同时以立法形式强调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
重要性[22]。

在资源调控方面,基于绩效的资助模式将专业
博士的学位完成率、与产业合作的科研成果等纳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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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校经费分配指标[23],这种激励性机制促使高校主

动寻求与行业合作。《澳大利亚研究与创新:政策陈

述》提出通过同行评审的竞争性资金分配机制以及

基于科研成果绩效的资金支持策略,促进学术研究

和人才培养[24]。这进一步强化了资源分配与产教

协同的关联性。与此同时,相关部门将学位完成率

与科研成果纳入高校经费分配指标,激励高校提升

产教协同效能。
(二)市场力量的契约化约束:需求嵌入与知识

转化的市场牵引

依据三螺旋理论中市场力量的作用,行业通过

契约化约束实现对教育过程的深度介入,具体体现

为“需求嵌入”与“知识转化”的双向互动。这种约束

不仅通过协议框架规范合作行为,更以知识产权管

理为核心,确保产学研合作的可持续性与利益均衡。
在需求嵌入层面,市场力量通过标准化协议明

确合作各方的权责边界,将产业需求深度嵌入人才

培养全过程。ACGR与AiGroup联合发布的《通
过研究生加强产学合作:产业指南》要求课题需源自

企业真实技术瓶颈或市场需求,并由行业导师全程

参与研究设计。指南确立了三大核心原则:首先,政
府层面的战略引导是推动产学研合作的关键。国家

战略规划与经济发展需求要求高等教育机构培养的

专业博士能够将研究与学习创造性地应用于解决实

际问题,进而在专业实践中产生显著效益。其次,产
业层面的需求导向是促进产学研合作的重要因素。
企业面临的现实问题的复杂性和挑战性要求产业界

与高等教育机构合作,共同设计和评估任务,从学科

知识、技能、个人素质、职业行为和知识迁移能力五

个维度综合衡量人才培养质量。最后,学科发展与

行业对接是实现产学研合作的重要途径。通过与行

业的合作,高等教育机构能够更深入地了解行业的

期望、市场需求和文化。负责制定和管理博士课程

的高等教育机构人员必须通过案例研究、搭建行业

实习平台和其他有针对性的方法,激发行业的兴趣

和参与积极性[25]。
在知识产权管理层面,高等教育研究商业化

(HERC)框架是澳大利亚知识产权管理的核心制度

工具,其核心目标是加强学术界与产业界的合

作[26]。通过协议框架的制度约束和HERC框架的

创新设计,澳大利亚构建了市场力量深度参与专业

博士教育的制度范式。这种契约化协同机制不仅破

解了产学合作的传统障碍,更通过需求嵌入与知识

转化的双向互动,实现了教育供给与产业需求的精

准对接,为专业学位博士生教育的产教协同提供了

可资借鉴的实践样本。
(三)学术权威的适应性重构:学术与实践的

协同

高校作为学术权威的代表,在产教协同中实现

了学术自主与实践适配的平衡。高校通过制定灵活

的毕业标准,如莫纳什大学的档案袋形式,既保持了

学术研究的严谨性,又认可了实践成果的价值,体现

了学术标准对实践的适应性。在培养过程中,如墨

尔本大学和新英格兰大学的合作模式,高校将学术

研究方法传授与行业实际问题解决相结合,使专业

博士既具备扎实的学术功底,又拥有强大的实践能

力,实现了学术研究与产业需求的有机衔接。
高校通过制度弹性平衡学术标准与产业需求,

将行业标准嵌入培养过程,以实现实践适配。2003
年,联邦政府发布白皮书《我们的大学:支撑澳大利

亚的未来》(OurUniversities:BackingAustralia’s
Future),基于企业部门的相关实践模式,联邦政府

为公立高校制定了一套国家管理议定书,要求大学

董事会参照澳大利亚《公司法案》中的相关条款进行

治理,调整董事会成员构成,降低学者教授的比例,
增加企业界代表在大学治理委员会中的比例,以此

提升产业界在高等教育决策尤其是专业博士培养中

的参与度。在适配行业实践标准层面,悉尼科技大

学的产业博士项目(IndustryDoctorProgram,IDP)
通过三项机制实现精准对接:一是问题源自行业。
企业提出真实、紧迫的业务挑战并形成研究课题,确
保研究起点契合实际需求。二是过程嵌入实践。博

士生在企业环境中开展研究,接受学术导师与企业

导师共同指导,培养方法与进度契合行业规范。三

是成果面向应用。知识产权归属企业,研究成果强

调可落地性;依托"产业研究员发展计划"(IRDP),
系统培养博士生的商业管理与创新转化能力,确保

成果输出兼具学术严谨性与行业标准。[27]

四、对中国专业学位博士生
教育产教协同的启示

产教协同的关键在于大学、产业和政府三主体

形成平衡且有序的三螺旋模式。政府拥有政策和资

金配置工具,能够有组织地推动创新成果的推广和

产业化,并为之提供制度保证;企业是自身利润最大

化的追求者,虽然在产品创新上具有优势,但在充分

了解前沿科技、长期投资技术创新等方面存在缺陷,
因此必须在政府的宏观指导以及学界的人才、专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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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识支持下才能实现持续的创新发展。学界是科技

的代表,其创新研究成果可以带来技术进步、打破市

场垄断格局,但同样缺乏来自外界的资金支持和市

场信息[28]。尽管平衡、有序是三螺旋的关键词,但
从澳大利亚的经验看,专业学位博士生教育的产教

协同机制的关键是政府如何调动产与教的有机合

作,其内在逻辑体现为以三角协调模型平衡国家权

力与市场力量,通过立法监督与绩效拨款举措形成

制度约束,依托多元合作将政策目标、产业需求与学

术创新转化为可持续的协同动能(图1)。

图1 澳大利亚专业学位博士生教育产教协同机制

尽管中澳两国的政府管理和市场运作逻辑不

同,但一致之处在于强调政府在专业学位博士生教

育中的宏观调控模式。而且,澳大利亚的一个显著

特点是政府通过政策导向、立法监督和资金驱动等

方式推进产教协同培养。因此,从这个意义上看,中
国可借鉴澳大利亚的经验以推动完善专业博士的产

教协同机制。
首先,完善专业博士产教协同的政策与财政支

持体系。建立稳定的财政资助与竞争性的资金分配

机制,在专业博士培养经费中设立专项产教协同基

金,将与产业合作的成果、毕业生的行业认可度等纳

入高校经费分配的评价指标,激励高校积极开展产

教协同。同时,构建完善的质量保障体系,参考澳大

利亚 AQF框架和相关指南,明确我国专业博士在

产教协同中的培养标准和质量要求,加强第三方评

估机构建设,对产教协同项目的质量进行独立评估。
其次,创新专业博士产教合作培养模式。要继

续推进我国专业学位博士生培养模式转变[29],推动

高校与行业共同制定专业博士培养方案,将产业实

际问题作为研究课题的重要来源。建立校内外双导

师制,行业导师深度参与培养全过程,包括课程教

学、课题指导、成果评价等。借鉴澳大利亚知识产权

管理经验,制定适合我国的专业博士产教协同项目

知识产权保护与分配制度,保障合作各方利益,促进

创新成果转化。
最后,构建多元的专业博士学位质量保障体系

以增强产教协同的深度。构建满足多元利益关联主

体的质量保障机制重点在于如何有效衔接专业学位

与职业资格的制度,确保专业博士教育培养目标与

行业用人需求相匹配。多元主体培养模式的真正建

立需要高校让渡部分权力给行业企业。政府、高校

和产业界可以共同组建联合治理委员会,共同制定

教育政策、监督教育实施过程并评估教育效果。

参考文献:
[1]国务院学位委员会,教育部.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

方案(2020—2025)[EB/OL].(2020-09-30)[2024-04-
15].http://www.moe.gov.cn/srcsite/A22/moe_826/
202009/t20200930_492590.html.

[2]罗英姿,李雪辉.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培养的路径依赖

及其优化[J].学位与研究生教育,2018(5):55-60.
[3]李雪辉,孙百才.我国专业学位博士教育产教融合的动

力机制[J].北京师范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,2024
(6):58-64.

[4]杨超,李立枝.产教融合背景下专业学位研究生校企合

作培养:价值逻辑、构成要素与优化路径[J].黑龙江高

教研究,2024,42(11):72-78.
[5]罗英姿,李雪辉.我国专业学位博士教育面临的问题与

改进策略:基于“全国专业学位博士教育质量调查”的
结果[J].高等教育研究,2019,40(11):67-78.

[6]张炜,李春林,张学良.发展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

的借鉴与探索[J].学位与研究生教育,2021(10):28-
33.

[7]柯勤飞,房永征,翟育明.工程类专业学位研究生“双协

同”产教融合培养模式创新与实践[J].高等工程教育

研究,2023(3):53-58.
[8]高雪梅,于旭蓉,殷旭旺.需求—问题—路径:涉海类研

究生协同培养模式优化探索与实践[J].学位与研究生

教育,2024(9):15-22.
[9]汪劲松,张炜.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的高层次专业人才产

教融合培养探索与实践[J].学位与研究生教育,2022
(8):1-5.

[10]梁传杰,熊盛武,范涛.基于企业需求导向的产教融合

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与实践[J].学位与研究生教育,
2023(5):7-13.

[11]常小勇.高质量发展背景下职业院校“双师型”教师队

伍建设:进展、困境及突破路径[J].职业技术教育,
2024,45(7):58-64.

[12]AustralianQualificationsFrameworkCouncil.Austral-
ianQualificationsFrameworkSecondEditionJanuary

·611· 王东芳,等:澳大利亚专业学位博士生教育的产教协同机制



2013[EB/OL].[2024-03-17].https://www.aqf.edu.
au/framework/australian-qualifications-framework.

[13]DepartmentofEducation,SkillsandEmployment.U-
niversity-Industry Collaboration in Teaching and
LearningReview[EB/OL].(2021-12-07)[2024-03-
17].https://www.education.gov.au/higher-educa-
tion-reviews-and-consultations/resources/universityin-
dustry-collaboration-teaching-and-learning-review.

[14]LeeA,BrennanM,GreenB.Re‐imaginingDoctoral
Education:ProfessionalDoctoratesandBeyond[J].
HigherEducationResearch& Development,2009,28
(3):275-287.

[15]田杰,袁明珠.学术与实践双域联通:澳大利亚产业博

士培养的策略与启示[J].外国教育研究,2023,50
(10):100-114.

[16]西蒙·马金森,马克·康西丹.澳大利亚企业型大学的

权利结构、管理模式与再创造方式[M].周心红,译.杭
州:浙江大学出版社,2007.

[17]AustralianCouncilofGraduateResearch.IndustryEn-
gagement[EB/OL].[2024-03-17].https://www.
acgr.edu.au/good-practice/industry-engagement/.

[18]王东芳,刘晶.专业学位博士生教育中的档案袋评价:
缘起及其在英、美、澳的实践[J].学位与研究生教育,
2025(2):85-93.

[19]邓光平.澳大利亚深度合作培养专业博士的探索:以新

英格兰大学的P/W/U三维协作培养模式为例[J].高
等教育研究,2016,37(8):91-95.

[20]MaxwellT W.AustralianProfessionalDoctorates:
Mapping,Distinctiveness,StressandProspects[J].

WorkbasedLearningE-journal,2011,2(1):24-43.
[21]TertiaryEducationQualityandStandardsAgency.TE-

QSAAct.[EB/OL].[2025-11-10].https://www.teq-
sa.gov.au/how-we-regulate/acts-and-standards/teqsa-
act.

[22]任文杰.澳大利亚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探讨[J].江
苏高教,2018(6):39-41.

[23]KotFC,HendelDD.EmergenceandGrowthofPro-
fessionalDoctoratesinthe Unit-edStates,United
Kingdom,CanadaandAustralia:AComparativeAnal-
ysis[J].StudiesinHigherEducation,2012,37(3):345-
364.

[24]AustralianAcademyofScience.ResearchandInnovatio-
ninAustralia:APolicyStatement[R].Canberra,2007.

[25]KempS.ProfessionalDoctoratesandDoctoralEduca-
tion[J].InternationalJournalofOrganisationalBehav-
iour,2004,7(4):401-410.

[26]DepartmentofEducation.HERCIPFrameworkPrac-
ticalGuidance[EB/OL].[2024-04-15].https://www.
education.gov.au/hercip/resources/herc-ip-frame-
work-practical-guidance.

[27]UniversityofTechnologySydney,GraduateResearch-
School.TheIndustryDoctorateProgram[R].Sydney,
2018.

[28]哈巍,林璐.协同与共生:湾区教育创新集聚与产业创

新集聚[R].北京: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,2023:12.
[29]王东芳,刘晶.澳大利亚专业学位博士生教育的规模与

结构[J].学位与研究生教育,2023(7):82-92.

TheIndustry-EducationCollaborationMechanismforProfessionalDoctoralDegreeEducationinAustralia

WANGDongfang,LANGZijuan
(FacultyofEducation,TianjinNormalUniversity,Tianjin300387,China)

Abstract:BasedontheTripleHelixandTriangleCoordinationtheories,thisstudyexaminesthemechanismofindustry-
educationcollaborationinprofessionaldoctoraldegreeeducationinAustralia.ThefindingsrevealthattheAustralian
governmentleadsthewayintermsofindustry-educationcollaborationforprofessionaldoctoralprogramsthroughquality
assurancepolicies,trainingguidancenorms,andperformance-basedfundingmechanisms;Theindustrysectorpromotesthe
collaborativecultivationofprofessionaldoctoralstudentsbyrelyingonstandardizedcooperationguidelinestoclarifydemand,
andbyusinganintellectualpropertymanagementframeworkandatechnologytransfersystem;anduniversitiesmanagethe
implementationofindustry-educationcollaborationforprofessionaldoctoralstudentsbyformulatingsuitabletrainingstandards
andtailoringaneducationmodelforindustrialcooperation.Thecollaborativepathwayischaracterizedbytheinstitutionalized
permeationofstatepower,thecontractualconstraintsofmarketforces,andtheadaptiverestructuringofacademicauthority.
ThispapersuggeststhatweshouldlearnfromAustralianexperience,improvethepoliciesandthecompetitiveallocation
mechanismfortheindustry-educationcollaborationinvolvingprofessionaldoctoralstudents,innovateanintegratedindustry-
educationcollaborativetrainingmodel,andestablishadiversifiedqualityassurancesystemtodeepenintegratedindustry-
educationcollaborationinprofessionaldoctorateeducation.
Keywords:professionaldoctoraldegreeeducation;industry-universitycollaboration;Australi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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